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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对

企业家活动配置的影响研究

于文超　 刘　 丽　 陈　 刚∗

　 　 摘要: 营商环境是企业决策与价值创造的基础ꎮ 本文立足“预期效应”和“规

范效应”视角ꎬ考察政府信息公开带来的营商环境改善如何影响企业家时间在生产

性与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配置ꎮ 基于三期中国私营企业调查(ＣＰＥＳ)数据的研究

表明ꎬ政府信息公开会激励企业家花费更多时间开展生产性活动ꎬ但对企业家非生

产性活动时间无显著影响ꎻ同时ꎬ政府信息公开对生产性活动的促进效应主要存在

于中小型企业中ꎮ 机制分析表明ꎬ当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实施未显著减少企业面临

的政策信息不对称或提高政府监管效能时ꎬ政府信息公开促进企业家生产性活动

的效应更强ꎮ 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ꎬ政府信息公开水平越高ꎬ企
业面临的政策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ꎬ企业对政府监管效能的评价越高ꎮ 本文不仅

为理解政府信息公开的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ꎬ而且为优化民营经济营商

环境、激发企业家精神提供了政策启示ꎮ
关键词: 政府信息公开ꎻ企业家活动配置ꎻ预期效应ꎻ规范效应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２

一、引言

源于企业家精神在“创造性破坏”创新活动中的关键性作用ꎬ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成

为当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动力变革的政策着力点ꎮ 然而ꎬ决定一国经济

长期繁荣的关键要素不仅包括企业家才能的多寡ꎬ还包括企业家才能配置的方向(Ｂａｕｍｏｌꎬ
１９９０)ꎮ 企业家将才能配置到创造财富的生产性活动ꎬ还是分配财富的非生产性活动ꎬ会产

生截然不同的经济后果(胡永刚、石崇ꎬ２０１６)ꎮ 现有文献认为ꎬ企业家生产性活动是指任何

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的净产出或者生产额外产出有贡献的活动ꎬ如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金

融活动ꎻ而企业家非生产性活动不创造新的产出ꎬ对创造社会财富没有贡献(Ｂａｕｍｏｌꎬ１９９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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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ꎻ何轩等ꎬ２０１６ａ)ꎮ 决定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关键宏观因素之一是营商环境ꎬ良好的营商

环境能激励企业家将更多才能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之中ꎬ从而改善社会整体福利(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在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中的关键作用ꎬ强调营

造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①ꎮ 政府信息公开是优化营商环境、重塑政府

与市场关系的有效路径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后文称«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ꎬ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实践开始步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ꎬ围绕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的配套政策持续完善ꎬ重点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成效显著ꎮ 理论上ꎬ政府信息

公开能通过两种效应改善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第一ꎬ政府信息公开能减弱政府与民营企业

之间的政策信息不对称ꎬ降低企业的政策获取和解读成本ꎬ促使企业准确预期政策执行效果

和实施力度ꎬ评估政策环境风险并提前采取风险应对策略(Ｂａｒ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ꎬ２０１９)ꎬ从而

产生“预期效应”ꎻ第二ꎬ政府信息公开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政府监管行为ꎬ提高政府监管规

范性和透明度(Ｃｉｃａｔｉｅｌｌ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１)ꎬ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和透明度ꎬ减少市场主体的制度性

交易成本(杨攻研等ꎬ２０２１)ꎬ从而形成“规范效应”ꎮ 那么ꎬ上述“预期效应”和“规范效应”将
如何影响企业家时间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之间的配置(后文简称“企业家活动配

置”)? 这两种效应能否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这些问题仍缺乏系统严谨的实证研究ꎮ
本文基于三期中国私营企业调查(ＣＰＥＳ)数据ꎬ利用企业家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

时间的比值、差值刻画企业家活动配置情况ꎬ实证检验政府信息公开对企业家活动配置的影

响及其机制ꎮ 结果表明ꎬ政府信息公开会促使民营企业家(相对)更多地开展生产性活动ꎬ且
这一效应对中小型企业而言更强ꎮ 机制检验表明ꎬ政府信息公开会通过“预期效应”减少企

业面临的政策信息不对称ꎬ通过“规范效应”提高政府监管效能ꎮ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ꎬ现有文献对于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家活动配置有着广泛研究ꎬ但
鲜有文献评估政府信息公开如何影响企业家活动配置ꎮ 本文拓展了企业家精神领域的文献

研究ꎬ为理解政府信息公开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来自转型经济体的新证据ꎮ 第二ꎬ与现有文献

较多强调政企互动的资源配置效应不同ꎬ本文认为政府信息公开会缓解政企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ꎬ产生“预期效应”和“规范效应”ꎬ这为我们理解政企互动及其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分

析视角ꎮ 第三ꎬ本文证实了政府信息公开对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积极意义ꎮ 民营经济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ꎬ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ꎮ 党中央致力于优化民营企业营

商环境ꎬ激励广大民营企业家“心无旁骛创新创造ꎬ踏踏实实办好企业”②ꎮ 本文的发现意味

着ꎬ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深化信息公开实践不仅是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内在要求ꎬ
更是激励民营企业家“心无旁骛”谋发展、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保障ꎮ

本文之后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ꎻ第三部分是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

假说ꎻ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ꎻ第五部分是主要实证结果ꎻ第六部分是拓展性研究ꎻ最后一部分

是结论与政策建议ꎮ

１４

①

②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

用的意见»ꎬ载于中国政府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７－０９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２７４７３.ｈｔｍꎮ
资料来源:“习近平回信勉励广大民营企业家:心无旁骛创新创造 踏踏实实办好企业”ꎬ载于«人民日

报»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第 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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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一)制度环境与企业家活动配置

Ｂａｕｍｏｌ(１９９０)有关企业家精神的开创性研究认为ꎬ企业家需要在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

活动、破坏性活动之间进行“权衡”ꎬ配置其才能和努力水平ꎬ以获得最大化收益ꎮ 决定企业

家才能配置的关键因素是社会报酬结构决定的“游戏规则”ꎬ一个经济体中最富有才华的人

如何配置自己的才能往往取决于不同活动的相对报酬(Ｍｕｒｐｈｙ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１)ꎮ 在良好的制度

环境下ꎬ企业家会将更多时间精力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中ꎬ从而在市场领域创造利润ꎬ增进社

会福利ꎻ而当制度环境恶化时ꎬ企业家会在政治和司法领域开展更多非生产性活动以谋取利

益ꎬ这种行为会损害社会福利ꎮ Ｓｏｂｅｌ(２００８)利用美国各州层面的数据证实ꎬ制度环境更好

的地区拥有更多生产性的市场活动(如风险投资、专利授权)以及更少非生产性的政治与法

律活动(如游说、诉讼)ꎮ Ｂｏｗｅｎ 和 Ｃｌｅｒｃｑ(２００８)利用 ４０ 个国家(或地区)层面数据证实ꎬ旨
在促进创业的金融分配制度和教育活动ꎬ会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事创业活动的人口比

重ꎻ而政府腐败水平的提高会产生相反影响ꎮ 立足中国情境下的实证研究表明ꎬ当一个城市

的营商环境越好时ꎬ企业家配置到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中的时间更多(更少)(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ꎻ魏下海等ꎬ２０１５ꎻ廖福崇ꎬ２０２０)ꎮ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经济社会效应

已有文献系统考察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腐败治理效应ꎮ Ｃｏｒｄｉｓ 和 Ｗａｒｒｅｎ(２０１４)利用美国

信息自由法案实施ꎬ证实了政府透明度的提升在短期内揭发了更多腐败行为ꎬ并在长期内抑

制官员腐败动机ꎮ Ｃｈｅｎ 和 Ｎｅｓｈｋｏｖａ(２０２０)基于跨国数据的经验分析也证实ꎬ政府信息公开

会产生显著的腐败治理效应ꎮ 同时ꎬ一系列文献还检验了政府信息公开对宏观经济活动的

影响ꎬ强调较低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是导致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马勇ꎬ２０１５)ꎬ认
为较高的财政透明度会显著提升政府债券信用等级ꎬ降低政府债券利率水平(Ｂａｓｔｉｄ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已有文献还证实ꎬ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跨国公司有效应对投资目的地的经营风险

(Ｂａｒ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ꎬ２０１９)ꎬ帮助国家(或地区)吸引更多外商投资流入(Ｃｉｃａｔｉｅｌｌ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ꎬ提升辖区内企业投资效率(于文超等ꎬ２０２０)ꎮ

综上所述ꎬ现有文献系统考察了制度环境对企业家活动配置的重要影响ꎬ证实了政府信

息公开对加强腐败治理、吸引外资流入的积极效应ꎬ但并未将政府信息公开和企业家活动配

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ꎮ 本文立足于考察政府信息公开对企业家活动配置的影响及其机

制ꎬ不仅能拓展企业家活动配置决定因素的分析框架ꎬ还为理解政府信息公开的微观经济效

应提供了新证据ꎮ

三、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历程和重点领域

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安徽、山东等地开展的村务公

开试点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有关农村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建立村务公开

制度ꎮ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ꎬ民政部印发的«全国农村村民自治示范活动指导纲要(试行)»(民基发

[１９９４]５ 号)明确提出ꎬ“建立村务公开制度和村民监督机制ꎬ实行民主监督”ꎻ１９９８ 年修订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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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了村务公开的具体事项ꎬ强调村务公开内容接

受村民查询和政府部门监督ꎮ 此后ꎬ乡镇和县级政府的政务公开、国有(集体)企业的厂务公

开逐步推广ꎬ这些制度探索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全面推进奠定了实践基础ꎮ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ꎬ
广州市正式实施«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ꎬ这是国内第一部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法规ꎬ此
后ꎬ盐城、昆明、日照、长春、宁波等地相继出台本地政府信息公开规定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ꎬ成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分水岭”ꎬ标志着政府信息公开实

践步入法治化轨道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一步夯实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的法治基石ꎬ扩大了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范围和深度ꎮ 从制度设计和政策实践看ꎬ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的重点领域包括重大项目实施、财政资金使用、公共资源分配等ꎬ主要目的在

于推动经济转型和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稳定市场预期等ꎮ
(二)政府信息公开产生的“预期效应”和“规范效应”
１.预期效应

地方政府为推动经济转型、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ꎬ往往出台新政策或调整

现有政策(陈德球、陈运森ꎬ２０１８)ꎮ 民营企业的政策获取和解读能力存在一定不足ꎬ在经营

决策中更容易受到政策信息不对称的困扰ꎮ 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断完善ꎬ政策信息和

市场信息得以及时发布、解读ꎬ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显著降低ꎬ这能够帮

助企业准确预期未来政策走向、实施力度以及市场运行状况ꎬ降低企业的政策获取和解读成

本ꎬ缓解企业面临的政策信息不对称ꎬ使企业采取有效举措(Ｂａｒ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ꎬ２０１９)ꎮ
２.规范效应

如果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政执法、资源分配等活动缺乏规范性ꎬ则可能加剧企业

非生产性活动ꎬ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ꎮ 政府信息公开能有效规范政府监管行为ꎬ增强

政府监管规范性和透明度ꎬ提高政府监管效能(Ｃｏｒｄｉｓ ａｎｄ Ｗａｒｒｅｎꎬ２０１４)ꎮ Ｂａｕｈｒ 和 Ｃａｒｌｉｔｚ
(２０２１)证实ꎬ由于政府在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时拥有较高自由裁量权ꎬ较高的政府

透明度能显著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质量ꎮ 可见ꎬ政府信息公开不仅能规范政府监管

行为ꎬ提高政府监管效能ꎬ而且有助于提升政府办事效率和透明度ꎬ减少企业的制度性交

易成本ꎮ
(三)政府信息公开影响企业家活动配置的机制分析

政府信息公开会通过“预期效应”和“规范效应”影响企业家活动配置:第一ꎬ政策信息

不对称会引发企业策略性的避险行为ꎬ诸如延迟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并购和股票

发行等(刘贯春等ꎬ２０１９ꎻ叶永卫等ꎬ２０２１)ꎬ这会减少企业家用于生产性活动的时间和资源ꎮ
同时ꎬ政策信息不对称还会强化民营企业维系和拓展政商关系的动机ꎬ引发更多非生产性活

动(于文超等ꎬ２０２２)ꎮ 从预期效应角度看ꎬ政府信息公开能为民营企业构建更加稳定可预期

的政策环境ꎬ弱化企业家缓解政策信息不对称的动机ꎬ促使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如投资、劳
动雇佣)中配置更多时间和资源ꎬ减少企业家为缓解政策信息不对称而开展的非生产性活

动ꎮ 第二ꎬ当地方政府监管活动不规范时ꎬ民营企业家有较强的动机通过非生产性活动维系

良好的政商关系(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ꎬ这将会挤占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时间和资源ꎮ 从规范

效应角度来看ꎬ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的持续深化ꎬ政府的资源分配和监管活动更加规范、
高效ꎬ这有助于塑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Ｃｏｒｄｉｓ ａｎｄ Ｗａｒｒｅｎꎬ２０１４)ꎬ弱化企业家开展非生产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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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活动的动机ꎮ 综上所述ꎬ政府信息公开带来的“预期效应”和“规范效应”会促使企业家把

(相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之中①ꎬ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１:政府信息公开促使民营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上配置(相对)更多的时间ꎬ在非生

产性活动上配置(相对)更少的时间ꎮ
从企业规模上看ꎬ大型民营企业拥有稳定的政企沟通机制ꎬ能够在当地经济政策制定中

“建言献策”并熟悉政策走向ꎬ面临的政策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低ꎬ而中小型企业与政府部门之

间的政策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Ｈａｖ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ꎮ 同时ꎬ大型民营企业在地方税收、就
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ꎬ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支持(申广军、邹静娴ꎬ２０１７)ꎻ比较而言ꎬ地方政

府监管活动对中小型民营企业而言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ꎬ中小型民营企业对高效政府监管

活动的诉求更高ꎮ 若政府信息公开带来“预期效应”和“规范效应”ꎬ那么ꎬ这两种效应对中

小型民营企业而言更强ꎮ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２:相比大型民营企业ꎬ政府信息公开对中小型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活动配置的影响

程度更大ꎮ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四家机构联合开展的中

国私营企业调查(ＣＰＥＳ)项目ꎮ 该项调查自 １９９３ 年开始ꎬ每两年实施一次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已

经开展了 １４ 次调查ꎮ 历年调查问卷保持了“基础模块＋热点模块”格局ꎬ受访企业在全国范

围内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多阶段抽样确定ꎬ该项调查数据是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民营企业行

为决策的代表性数据(陈光金等ꎬ２０１８)ꎮ 政府信息公开水平的测度数据来源于中国软件测

评中心(ＣＳＴＣ)历年发布的«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总报告»ꎮ 其他地区层面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数据库等ꎮ
我们通过公开渠道能搜集获得 ２００４ 年及之后年份的政府信息公开数据ꎬ但为缓解实证

估计中的内生性问题ꎬ实证估计中使用滞后一期的政府信息公开水平匹配当期企业家时间

分配信息ꎬ因此ꎬ样本起始年份是 ２００６ 年ꎮ 由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的调查没有涉及企业家时间

分配信息ꎬ而且自 ２０１４ 年开始ꎬ中国软件测评中心仅公开发布部分城市的“政府网站信息公

开指数”②ꎬ因此ꎬ本文研究样本截止年份是 ２０１０ 年ꎮ 综上ꎬ本文主要基于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三期中国私营企业调查(ＣＰＥＳ)数据展开实证分析ꎬ这三期调查对应的受访企业数依

次为 ３ ８３７ 家、４ ０９８ 家、４ ６１４ 家ꎮ 由于后文回归分析主要关注市级(副省级城市、地级市)

４４

①

②

理论分析表明ꎬ政府信息公开主要减少企业家配置在政企互动活动中的时间ꎮ 然而ꎬ企业家除了开

展政企互动活动之外ꎬ还会出于正常经营活动需要ꎬ同上下游客户、外部投资者、媒体等非政府部门进行互

动ꎬ这同样需要企业家在非生产性活动中花费时间ꎮ 企业与非政府部门互动活动更多是服务于企业生产性

活动ꎬ帮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ꎬ而政企互动活动旨在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政府支持ꎬ这两类互动活动

带来的经济后果可能存在差异ꎮ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ꎮ
中国软件测评中心按照普通地级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的归类原则对各城市“政府网站信息公开

指数”分别进行排序ꎬ自 ２０１４ 年开始仅公开发布指数排名前 １００ 名的普通地级市、前 ２０ 名的省会城市以及

全部副省级城市的城市名单及其“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指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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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水平ꎬ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的信息公开评价体系参照省级政府

网站设计ꎬ我们剔除四个直辖市的企业样本ꎮ 同时ꎬ本文剔除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

性活动花费的时间之和等于 ０ 小时或大于 ２４ 小时的样本ꎬ而少数受访企业报告的各级政府

持有企业所有者权益的比例超过 ５０％ꎬ我们也剔除这部分样本ꎮ 本文还剔除回归方程中变

量信息缺失的样本ꎮ 按照上述步骤ꎬ我们得到包含 ５ １４２ 个观测值的基准回归(后文表 ３ 第

(２)列)样本ꎬ对应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０ 年三期调查的受访企业数分别为 １ ７６６ 家、１ ５６５
家、１ ８１１ 家ꎮ

(二)模型设定

为考察政府信息公开如何影响民营企业家活动配置ꎬ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Ｅｎｔｒｅｔｉｔ ＝α０＋α１Ｇｉｄｃｔ＋ χＦｃｖｉｔ＋ δＲｃｖｃｔ＋ ∑ξｌＩｃｖｌ＋ ∑λ ｔＹｅａｒｔ＋ ∑ζｌｔＩｃｖｌ×Ｙｅａｒｔ＋εｉｔ

(１)
方程(１)中:下标 ｉ 代表样本企业ꎬ下标 ｔ 代表年份ꎬ下标 ｃ 代表城市(省份)ꎬ下标 ｌ 代表行

业ꎮ 被解释变量 Ｅｎｔｒｅｔ 反映企业家活动配置情况ꎮ 时间是重要且稀缺的经济资源ꎬ对身处

转型环境下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而言ꎬ如何最优化时间配置ꎬ以应对政策信息不对称和地方政

府监管活动的影响ꎬ是一项重要且紧迫的课题(何晓斌等ꎬ２０１３)ꎮ 民营企业家在不同类型经

济活动的时间配置决策ꎬ客观反映了企业发展理念以及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方向ꎬ使用企业家

时间配置决策刻画其活动配置情况在现有实证文献中得到普遍运用(魏下海等ꎬ２０１５ꎻ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ꎻ何轩等ꎬ２０１６ａꎬ２０１６ｂ)ꎮ

本文首先将企业家“平均每天在企业里做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的时间归类为生产性活

动时间(变量 Ｐｒｏｔ)ꎬ将企业家“平均每天外出联系生意、开会、公关、招待”的时间归类为非

生产性活动时间(变量 Ｎｐｒｏｔ)ꎮ 由于不同企业家的时间观念、工作效率有明显差异ꎬ单纯使

用企业家主观报告的时间配置情况难以准确刻画企业家活动配置情况ꎬ因此ꎬ本文主要关注

企业家生产性活动时间与非生产性活动时间的相对多寡ꎬ即使用生产性活动时间与非生产

性活动时间的比值(变量 Ｒｅｌａｐｒｏｔ)和差值(变量 Ｎｅｔｐｒｏｔ)刻画企业家活动配置情况ꎮ 变量

Ｒｅｌａｐｒｏｔ、Ｎｅｔｐｒｏｔ 取值越大ꎬ代表企业家把时间相对更多地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之中ꎮ 表 １ 报告

了基准回归样本和三期(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０ 年)调查总样本中企业家生产性活动时间

(变量 Ｐｒｏｔ)和非生产性活动时间(变量 Ｎｐｒｏｔ)的统计值ꎮ 可见ꎬ基准回归样本中企业家生产

性活动时间和非生产性活动时间的分布情况与三期调查总样本相比无显著差异ꎮ

　 　 表 １ 　 　 企业家生产性活动时间和非生产性活动时间的描述性统计值
企业家生产性活动时间 Ｐｒｏｔ 企业家非生产性活动时间 Ｎｐｒｏｔ

基准回归样本 三期调查总样本 基准回归样本 三期调查总样本
２５％分位数 ６ ６ ２ ２
５０％分位数 ８ ８ ３ ３
７５％分位数 １０ ９.５ ４ ４
平均值 ７.５１３３ ７.３８６５ ３.２９４５ ３.１６２２
标准差 ２.５３２７ ２.６６９４ １.９５０１ １.９５１２
观测值 ５ １４２ １２ １１８ ５ １４２ １１ ８７７

方程右侧关键解释变量代表城市层面的政府信息公开水平 Ｇｉｄꎬ使用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历

年发布的市级(副省级城市、地级市)“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指数”衡量ꎮ 为缓解内生性偏误ꎬ本文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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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指数”取滞后一期数据①ꎮ 政府门户网站是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要抓手ꎬ
也是企业获取政策信息服务的重要平台ꎬ而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的主要功能定

位之一ꎮ 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开展的“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项目”起始年份早且时间跨度长ꎬ
评估指标体系呈现较强时间连续性ꎬ同时根据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ꎮ

参照已有文献研究设计(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ꎻ何轩等ꎬ２０１６ｂ)ꎬ方程(１)还加入可能影响企

业家活动配置的企业层面变量 Ｆｃｖꎬ具体包括:(１)企业家自评社会地位 Ｅｎｔｓｏｃꎬ取值为 １ 到

１０ 之间的离散整数ꎬ数值越小代表社会地位越高ꎮ (２)企业家性别 Ｅｎｔｆｅｍꎬ若受访企业家为

女性ꎬ变量 Ｅｎｔｆｅｍ 赋值为 １ꎬ否则 Ｅｎｔｆｅｍ 赋值为 ０ꎮ (３)企业家年龄(取自然对数)Ｅｎｔａｇｅꎮ
(４)企业家受教育年限 Ｅｎｔｅｄｕꎬ针对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大学、研究生等六

类学历ꎬ变量 Ｅｎｔｅｄｕ 分别赋值为 ６、９、１２、１５、１６、１８ꎮ (５)企业改制情况 Ｒｅｆｏｒｍꎬ当受访企业

由改制而来时ꎬＲｅｆｏｒｍ 赋值为 １ꎬ否则 Ｒｅｆｏｒｍ 赋值为 ０ꎮ (６)企业家参政议政 Ｅｎｔｐａｒꎬ当企业

家现任或曾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时ꎬ变量 Ｅｎｔｐａｒ 赋值为 １ꎬ否则 Ｅｎｔｐａｒ 赋值为 ０ꎮ (７)
研发投入强度 Ｒｄｉｎｖꎬ使用企业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比重衡量ꎬ该变量前后各 １％进行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 缩尾处理ꎮ (８)出口活动 Ｅｘｐｏｒｔꎬ当受访企业有出口活动时ꎬＥｘｐｏｒｔ 赋值为 １ꎬ否则

Ｅｘｐｏｒｔ 赋值为 ０ꎮ (９)企业规模 Ｆｉｒｍｓｉｚｅꎬ使用企业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衡量ꎮ (１０)企业成立

年限 Ｆｉｒｍａｇｅꎬ使用调查年份减去企业登记注册年份再取自然对数衡量ꎮ (１１)企业注册类型

虚拟变量 Ｆｉｒｍｔｙｐｅꎬ包括“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ꎮ
方程(１)还控制地区层面变量 Ｒｃｖꎬ重点考虑那些可能同时影响企业家活动配置和政府

信息公开决策的地区因素ꎬ具体包括:(１)外资经济比重 Ｆｏｒｅｉｇｎꎬ使用城市外商投资企业和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城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衡量ꎮ 地区外资经济比重既会影响

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水平ꎬ也是决定辖区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重要因素(Ｚｈｕꎬ２０１７)ꎮ (２)地
区法治环境 Ｍｅｄｌａｗꎬ使用樊纲等(２０１１)提供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这一

分项市场化指数刻画ꎮ 良好的法治环境会减少企业非生产性活动ꎬ而地区法治环境也与政

府信息公开状况密切相关(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Ｎｅｓｈｋｏｖａꎬ２０２０)ꎮ (３)互联网普及程度 Ｉｎｔｅｒｎꎬ使用各城

市国际互联网用户数除以城市总人口衡量ꎮ 互联网普及程度不仅决定着居民获取政策信息

的便利程度及其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诉求ꎬ也对企业家决策环境有着重要影响ꎮ (４)人口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ꎬ使用城市人口规模与行政区划面积之比衡量ꎮ 人口密度反映了当地居民对政府信

息公开的需求程度ꎬ对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有正向促进效应(马亮ꎬ２０１２)ꎬ同时ꎬ人口密度也决

定着当地市场规模ꎬ这也可能对企业家活动配置产生显著作用ꎮ (５)政府支出规模 Ｇｏｖｅｘｐꎬ
使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衡量ꎮ 政府支出规模既决定着政府信息

公开的意愿ꎬ也反映了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影响程度ꎬ对企业家活动配置有直接影响ꎮ
(６)民营经济活跃度 Ｐｒｉｖａｔｅꎬ使用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数与城镇年末总人口之比衡量ꎮ 较

高的民营经济活跃度反映了一个城市拥有良好的商业氛围和环境ꎬ这与较高的地方政府透

明度密切相关ꎬ民营经济整体活跃度也会影响民营企业家活动配置决策ꎮ 上述地区层面变

６４

①由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项目询问了企业家受访当年的时间配置情况ꎬ因此ꎬ政府信息公开 Ｇｉｄ 主要使

用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９ 年的“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指数”衡量ꎮ 在获取相关测度指标的基础上ꎬ区分出不同类

型的政府信息公开ꎬ识别出哪些领域的信息公开会显著影响企业家活动配置ꎬ是值得探究的重要研究话题ꎮ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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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都采用滞后一期取值ꎮ 进一步地ꎬ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区域振兴战略会显著改变地区

税收、信贷等政策环境ꎬ导致企业家活动配置决策的系统性差异ꎬ方程(１)据此添加二元虚拟

变量 Ｌｏｃａｌｅａｓｔ、Ｌｏｃａｌｍｉｄｄ、Ｌｏｃａｌｗｅｓｔ、Ｌｏｃａｌｎｏｅａꎮ 当样本城市属于东部城市(中部城市、西部城

市、东北城市)时①ꎬ变量 Ｌｏｃａｌｅａｓｔ( Ｌｏｃａｌｍｉｄｄ、Ｌｏｃａｌｗｅｓｔ、Ｌｏｃａｌｎｏｅａ)赋值为 １ꎬ否则 Ｌｏｃａｌｅａｓｔ
(Ｌｏｃａｌｍｉｄｄ、Ｌｏｃａｌｗｅｓｔ、Ｌｏｃａｌｎｏｅａ)赋值为 ０ꎮ 同时ꎬ行政级别是决定城市资源配置能力和高端

要素吸纳能力的重要因素ꎬ方程(１)据此添加二元虚拟变量 Ａｄｍｉｆｓ、Ａｄｍｉｓｈ、Ａｄｍｉｄｊꎮ 当样本

城市属于副省级城市(不是副省级城市的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时ꎬ变量 Ａｄｍｉｆｓ(Ａｄｍｉｓｈ、
Ａｄｍｉｄｊ)赋值为 １ꎬ否则 Ａｄｍｉｆｓ(Ａｄｍｉｓｈ、Ａｄｍｉｄｊ)赋值为 ０ꎮ

方程(１) 进一步控制行业特征 Ｉｃｖ 对企业家活动配置的影响ꎬ具体包括 Ｉｎｄｍａｎｕ、
Ｉ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ｎｄｈｏｕｓｅ、Ｉｎｄｆｉｎａｎ 等四个二元虚拟变量ꎬ依次表示受访企业是否从事制造业、建筑

业、房地产业以及金融业ꎮ 当样本企业从事制造业时ꎬ变量 Ｉｎｄｍａｎｕ 赋值为 １ꎬ否则 Ｉｎｄｍａｎｕ
赋值为 ０ꎮ 二元虚拟变量 Ｉ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ｎｄｈｏｕｓｅ、Ｉｎｄｆｉｎａｎ 按照类似原则构建ꎮ 这四类行业的企业

家活动配置可能因政策调整和政府管制的影响与其他行业呈现系统性差异ꎮ 为了控制随时

间变化的行业特征对企业家活动配置的影响ꎬ方程(１)在添加调查年份虚拟变量 Ｙｅａｒ 的基

础上ꎬ还添加上述四类行业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ꎮ
基准回归样本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值
变量 变量中文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
业
层
面
变
量

Ｐｒｏｔ 生产性活动时间 ５ １４２ ７.５１３３ ２.５３２７ ０ ２０
Ｎｐｒｏｔ 非生产性活动时间 ５ １４２ ３.２９４５ １.９５０１ ０ １６
Ｒｅｌａｐｒｏｔ 生产性活动时间与非生产性活动时间之比 ５０４６ １.２８７０ ０.５０７３ ０ ７.０９０９
Ｎｅｔｐｒｏｔ 生产性活动时间与非生产性活动时间之差 ５ １４２ ４.２１８８ ３.６０６０ －１５ ２０
Ｅｎｔｓｏｃ 企业家自评社会地位 ５ １４２ ５.３６６０ １.９９３９ １ １０
Ｅｎｔｆｅｍ 企业家性别 ５ １４２ ０.１２８７ ０.３３４９ ０ １
Ｅｎｔａｇｅ 企业家年龄 ５ １４２ ３.７９４６ ０.１８８５ ２.９４４４ ４.４９９８
Ｅｎｔｅｄｕ 企业家受教育年限 ５ １４２ １３.７２０２ ２.５０９８ ６ １８
Ｒｅｆｏｒｍ 企业改制情况 ５ １４２ ０.１８５５ ０.３８８８ ０ １
Ｅｎｔｐａｒ 企业家参政议政 ５ １４２ ０.４８７７ ０.４９９９ ０ １
Ｒｄｉｎｖ 研发投入强度 ５ １４２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４５３ ０ ０.３７５０
Ｅｘｐｏｒｔ 企业出口活动 ５ １４２ ０.１９２５ ０.３９４３ ０ １
Ｆｉｒｍ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５ １４２ ４.１４９０ １.６３０４ ０ ９.９３７９
Ｆｉｒｍａｇｅ 企业成立年限 ５ １４２ １.９００８ ０.６６８１ ０ ３.３３２２

城
市
︵
省
份
︶
层
面
变
量

Ｇｉｄ 政府信息公开水平 ３００ ０.４２４９ ０.１５３８ ０.１１３０ ０.８０００
Ｆｏｒｅｉｇｎ 外资经济比重 ３００ ０.１８４１ ０.１７４３ ０.００４４ ０.８１４５
Ｉｎｔｅｒｎ 互联网普及程度 ３００ ０.９４６３ １.３７１６ ０.０６０８ １５.１８１７
Ｇｏｖｅｘｐ 政府支出规模 ３００ ０.１１７４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４５８ ０.３４２２
Ｐｒｉｖａｔｅ 民营经济活跃度 ３００ ０.０９９２ ０.１４１８ ０.００９５ １.３２７５
Ｄｅｎｓｉｔｙ 人口密度 ３００ ０.４７６８ ０.３４４４ ０.０２５４ ２.６６１５
Ｍｅｄｌａｗ 地区法治环境 ７２ ６.５５２８ ３.３１７８ ３.５１００ １９.８５００

　 　 注:对于非生产性活动时间 Ｎｐｒｏｔ 取值为零的样本而言ꎬ变量 Ｒｅｌａｐｒｏｔ 会存在缺失值ꎬ这导致变量
Ｒｅｌａｐｒｏｔ 的观测值会少于其他变量ꎮ

７４

①我们根据城市所属的省份(自治区)划分城市地理位置ꎮ 其中ꎬ东部地区包括福建、广东、海南、河北、
江苏、山东、浙江ꎬ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西ꎬ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ꎬ其他

省份(自治区)归为西部地区ꎮ 四个直辖市的受访企业未被纳入本文研究样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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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本文评估了政府信息公开对企业家活动配置的总体影响(见表 ３)ꎮ

　 　 表 ３ 　 　 政府信息公开对企业家活动配置的总体影响
(１) (２) (３) (４)

Ｒｅｌａｐｒｏｔ Ｎｅｔｐｒｏｔ Ｐｒｏｔ Ｎｐｒｏｔ
Ｇｉｄ ０.１６９５∗ １.２７９４∗ １.２２８９∗∗ －０.０５０４

(０.０９２７) (０.６９９９) (０.５５１９) (０.３２３６)
Ｅｎｔｓｏｃ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５６１∗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１８５)
Ｅｎｔｆｅｍ ０.０６１５∗∗∗ ０.２７４７∗∗ －０.０２８１ －０.３０２８∗∗∗

(０.０２１７) (０.１３８２) (０.１０２１) (０.０８００)
Ｅｎｔａｇｅ ０.１２７６∗∗∗ ０.７９０４∗∗ ０.３１０５ －０.４７９９∗∗∗

(０.０４７８) (０.３２４５) (０.２０６２) (０.１８１５)
Ｅｎｔｅｄｕ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６２９∗∗ －０.０４００∗∗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１３５)
Ｒｅｆｏｒｍ ０.０４００∗∗ ０.２４４９∗ ０.０９４７ －０.１５０２∗∗

(０.０１９１) (０.１４０６) (０.１１０８) (０.０６７９)
Ｅｎｔｐａｒ －０.０６２９∗∗∗ －０.３８０９∗∗∗ －０.１９５４∗∗ ０.１８５５∗∗∗

(０.０１８４) (０.１３２８) (０.０９５８) (０.０６７４)
Ｒｄｉｎｖ －０.０５６７ －０.２７６６ －０.０４０３ ０.２３６３

(０.１５２６) (１.１６７１) (０.８１６２) (０.７０８８)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２６９ －０.１９２３ －０.０８６２ ０.１０６１

(０.０２３５) (０.１７３６) (０.１２３８) (０.０９１０)
Ｆｉｒｍｓｉｚｅ －０.０２０４∗∗∗ －０.１１３６∗∗ ０.０４２１ ０.１５５８∗∗∗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２３２)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００４３ ０.１２８４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８５１

(０.０１５０) (０.１００７) (０.０７２３) (０.０５３７)
企业注册类型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年份、年份×行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省份)特征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５ ０４６ ５ １４２ ５ １４２ ５ １４２
Ｒ２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５５７

　 　 注:∗∗∗、∗∗、∗分别代表 １％、５％、１０％的显著水平ꎬ小括号中报告了经过城市层面聚类(ｃｌｕｓｔｅｒ)调整

的稳健标准误ꎮ 下表同ꎮ

表 ３ 第(１)、(２)列汇报了政府信息公开影响企业家生产性活动时间与非生产性活动时

间比值、差值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ＯＬＳ)回归结果ꎮ 可以看出ꎬ政府信息公开 Ｇｉｄ 的系数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说明政府信息公开水平越高ꎬ民营企业家愿意在生产性活动上花费

(相对)更多的时间ꎬ印证了假说 １ꎮ 正如前文所述ꎬ政府信息公开通过“预期效应”和“规范

效应”改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ꎬ激励企业家花费(相对)更多时间开展生产性活动ꎮ 表 ３ 第

(３)列结果显示ꎬ变量 Ｇｉｄ 的系数在 ５％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表明政府信息公开会显著增加企业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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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开展生产性活动的绝对时间ꎮ 平均而言ꎬ政府信息公开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０.１５３８)ꎬ
企业家每天配置在“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上的时间会增加 ０.１９ 个小时左右ꎮ 表 ３ 第

(４)列结果表明ꎬ变量 Ｇｉｄ 的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ꎬ说明政府信息公开未显著减少企业

家开展非生产性活动时间ꎮ 这一发现的合理解释在于:尽管政府信息公开会通过“预期效

应”和“规范效应”弱化企业家开展非生产性活动的动机ꎬ但为服务于因政府信息公开而

增加的生产性活动ꎬ企业家需要与上下游客户、外部投资者等非政府部门进行互动并开展

相应的非生产性活动ꎬ以便构建商业关系、获取外部资源和市场信息ꎬ协调民营企业发展

的内外部环境ꎮ 上述两方面作用相互抵消ꎬ导致政府信息公开 Ｇｉｄ 对非生产性活动时间

的影响不显著ꎮ
(二)稳健性检验

１.变换关键测度指标

ＣＰＥＳ 项目除了调查生产性活动时间和非生产性活动时间之外ꎬ还询问企业家“学习”
“休息”时间ꎮ 本文首先计算企业家报告的平均每天所有活动时间之和ꎬ得到新变量 Ａｌｌａｃｔｔꎬ
若企业家报告的所有活动时间之和大于 ２４ 小时ꎬ将该样本剔除ꎮ 我们进一步计算变量

Ｐｒｏｔ、Ｎｅｔｐｒｏｔ 与 Ａｌｌａｃｔｔ 的比值ꎬ得到新变量 Ｐｒｏｄｐｒｏ、Ｎｐｒｏｄｐｒｏꎬ分别表示民营企业家生产性活

动、净生产性活动占所有活动的时间比重ꎮ 同时ꎬ我们取企业家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绝对

时间的自然对数ꎬ生成新变量 ｌｎＰｒｏｔ、ｌｎＮｐｒｏｔꎮ 我们以新生成的四个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重

新估计方程(１)ꎮ 表 ４ Ｐａｎｅｌ Ａ 报告的结果表明ꎬ政府信息公开 Ｇｉｄ 对企业家生产性活动、净
生产性活动占所有活动的时间比重有显著正向影响ꎬ且政府信息公开 Ｇｉｄ 显著增加了企业

家开展生产性活动的时间(自然对数)ꎬ而对企业家非生产性活动时间(自然对数)无显著影

响ꎬ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ꎮ
２.变换回归样本

首先ꎬ剔除先行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城市样本ꎮ 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正式发布之前ꎬ中国一些城市已开始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ꎬ这些城市的市场化进程和

营商环境可能较好ꎬ将这些城市的样本纳入实证估计可能高估政府信息公开的实际效应ꎮ
我们剔除 ２００６ 年及之前年份先行建立信息公开制度的城市ꎬ重新评估政府信息公开对民营

企业家活动配置的影响①ꎮ
其次ꎬ剔除管制行业样本ꎮ 对于管制行业的民营企业而言ꎬ其经营活动面临较多政府调

控和监管ꎬ企业家同政府部门互动的机会更多ꎬ企业家活动配置决策可能与其他行业存在系

统差异ꎮ 我们参照 Ｌｏｎｇ 和 Ｙａｎｇ(２０１６)的研究设计ꎬ将采矿业、电力煤气水、交通运输、金

９４

①文章按照如下思路确定 ２００６ 年及之前年份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城市:(１)以“信息公开”为关

键词在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中搜集整理 ２００７ 年之前所有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地方规范

性文件以及地方工作文件ꎻ(２)通过人工阅读的方法逐项检查每条记录ꎬ借助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中
国知网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ꎬ筛选出各城市 ２００７ 年之前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暂行规定、办法、暂
行办法、实施细则、实施方案)ꎬ并确定其发布时间和实施时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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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房地产、公共设施、教育、卫生、公共管理等行业视为管制行业ꎬ将其他行业视为非管制行

业ꎬ剔除管制行业样本ꎮ
本文按照上述思路变换回归样本之后重新估计方程ꎬ表 ４ Ｐａｎｅｌ Ｂ、Ｐａｎｅｌ Ｃ 报告的结果

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ꎮ

　 　 表 ４ 　 　 政府信息公开对企业家活动配置的总体影响:稳健性检验
Ｐａｎｅｌ Ａ:变换关键测度指标

(１) (２) (３) (４)
Ｐｒｏｄｐｒｏ Ｎｐｒｏｄｐｒｏ ｌｎＰｒｏｔ ｌｎＮｐｒｏｔ

Ｇｉｄ ０.０５６８∗∗ ０.０６３９∗ ０.１５１４∗∗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７２５) (０.０８２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５ １０８ ５ １０８ ５ １４２ ５ １４２
Ｒ２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４６９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６６６

Ｐａｎｅｌ Ｂ:剔除先行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城市样本

(１) (２) (３) (４)
Ｒｅｌａｐｒｏｔ Ｎｅｔｐｒｏｔ Ｐｒｏｔ Ｎｐｒｏｔ

Ｇｉｄ ０.１８８６∗ １.６９２３∗∗ １.６９４１∗∗∗ ０.００１９
(０.１０３６) (０.７７６４) (０.６２７１) (０.３７２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３ ７６７ ３ ８３３ ３ ８３３ ３ ８３３
Ｒ２ ０.０３６８ ０.０３４０ ０.０２２９ ０.０５７１

Ｐａｎｅｌ Ｃ:剔除管制行业样本

(１) (２) (３) (４)
Ｒｅｌａｐｒｏｔ Ｎｅｔｐｒｏｔ Ｐｒｏｔ Ｎｐｒｏｔ

Ｇｉｄ ０.１８３４∗ １.３９５４∗ １.２８１５∗∗ －０.１１３９
(０.０９３３) (０.７１１６) (０.５６９８) (０.３１８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４ ３１３ ４ ３９５ ４ ３９５ ４ ３９５
Ｒ２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３６７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５６２
(三)内生性问题讨论

前文的因果关系识别可能受到内生性问题困扰:一方面ꎬ中国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实践可

能受特定群体诉求、地方间竞争等因素影响ꎬ且这些因素会影响企业家活动配置ꎬ因此ꎬ基准

回归方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ꎻ另一方面ꎬ当一个城市的民营企业家普遍更愿意开展生产

性活动时ꎬ其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诉求”可能更高ꎬ导致企业家活动配置与政府信息公开之间

存在“反向因果”关系ꎮ
为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ꎬ本文使用与目标城市处于同一省份的其他城市政府信

息公开水平的均值构建工具变量ꎬ并展开两阶段最小二乘(２ＳＬＳ)估计ꎮ 中国地方政府信息

公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呈现出政策扩散特征ꎬ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实践可能受到同级政府之

间竞争与学习效应的影响ꎮ 可见ꎬ特定城市的政府信息公开水平与同一省份其他城市的政

府信息公开水平显著正相关ꎬ但理论上其他城市的政府信息公开情况不会直接影响本城市

企业家活动配置决策ꎮ 因此ꎬ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排他性假设ꎮ
本文构建的工具变量 Ｇｉｄ＿ｉｖ 如公式(２)所示ꎮ 其中ꎬ下标 ｃ 代表目标城市ꎬｔ 代表年份ꎬｊ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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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与目标城市处于同一省份的其他城市ꎬＮｃ代表与目标城市 ｃ 处于同一省份的其他城市

数目ꎮ 如果研究样本中与目标城市 ｃ 处于同一省份的其他城市数目不大于 ２ 个(即 Ｎｃ≤２)ꎬ
则该目标城市 ｃ 予以剔除ꎮ

Ｇｉｄ＿ｉｖｃｔ ＝
１
Ｎｃ
∑Ｎｃ

ｊ≠ｃ
Ｇｉｄ ｊｔ (２)

表 ５ 报告了使用 Ｇｉｄ＿ｉｖ 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２ＳＬＳ)估计结果ꎮ 弱工具变量

检验对应的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统计量均明显大于

１０％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 １６.３８ꎬ从而拒绝了“Ｇｉｄ＿ ｉｖ 是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ꎮ 同时ꎬ
ＤＷＨ(Ｄｕｒｂｉｎ－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内生性检验表明ꎬ除了第(４)列之外ꎬ其余三列估计都显著拒绝

了“政府信息公开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ꎬ意味着需要采纳 ２ＳＬＳ 估计结果ꎮ 表 ５ Ｐａｎｅｌ Ｂ 报

告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表明ꎬ政府信息公开会显著促进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中配置(相对)
更多的时间ꎬ但未显著减少企业家非生产性活动时间ꎬ这与基准回归发现相一致ꎮ 本文采用

ＩＶ 估计中的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法(ＬＩＭＬ)进行回归分析ꎬ结果依然稳健ꎮ 本文还利用对

弱工具变量稳健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Ｒｕｂｉｎ(ＡＲ)检验展开分析ꎮ 表 ５ 前三列对应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Ｒｕｂｉｎ Ｗａｌｄ Ｆ 值说明ꎬ即便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ꎬ第二阶段估计中政府信息公开 Ｇｉｄ 的系数

依然在 １％水平上显著ꎻ表 ５ 第(４)列对应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Ｗａｌｄ Ｆ 值说明ꎬ无法拒绝“政府

信息公开对企业家非生产性活动时间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假设ꎮ

　 　 表 ５ 　 　 缓解内生性偏误:基于工具变量估计的实证分析
Ｐａｎｅｌ Ａ:第一阶段估计

被解释变量 Ｇｉｄ
(１) (２) (３) (４)

Ｇｉｄ＿ｉｖ ０.６４４６∗∗∗ ０.６５７７∗∗∗ ０.６５７７∗∗∗ ０.６５７７∗∗∗

[０.０３９１]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３８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４ ９５１ ５ ０４７ ５ ０４７ ５ ０４７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Ｒ２ ０.６３４２ ０.６３４６ ０.６３４６ ０.６３４６
Ｐａｎｅｌ Ｂ:第二阶段估计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Ｒｅｌａｐｒｏｔ Ｎｅｔｐｒｏｔ Ｐｒｏｔ Ｎｐｒｏｔ

Ｇｉｄ ０.９２７４∗∗∗ ５.６３９８∗∗∗ ５.８１５５∗∗∗ ０.１７５７
[０.２８２３] [２.００８０] [１.４０７３] [１.０７７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４ ９５１ ５ ０４７ ５ ０４７ ５ ０４７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Ｒ２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５５６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值 ３３８.２０７ ３５９.５９９ ３５９.５９９ ３５９.５９９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值 ２７１.４６０ ２８９.６５４ ２８９.６５４ ２８９.６５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Ｗａｌｄ Ｆ 值 １１.１２∗∗∗ ７.９７∗∗∗ １７.６４∗∗∗ ０.０３
ＤＷＨ 内生性检验 ７.７８１∗∗∗ ５.４６７∗∗ １２.４１５∗∗∗ ０.０７６
　 　 注:弱工具变量检验报告的是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值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ｒｋ Ｆ 值ꎻＤＷＨ 内生性检
验报告的是 Ｄｕｒｂｉｎ－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 卡方值ꎻ中括号中报告了经过 Ｗｈｉｔｅ－ｒｏｂｕｓｔ 调整的稳健标准误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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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Ｇｉｄ 的 ２ＳＬＳ 估计系数明显大于 ＯＬＳ 估计系数ꎬ这可能源于两方面:第一ꎬ由于不可

观测的因素导致了一定程度的遗漏变量偏误ꎬ导致 ＯＬＳ 估计系数存在低估ꎻ第二ꎬＩＶ 估计主

要利用了政策创新在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扩散”ꎬ受“横向扩散”效应影响更大的城市有更

强动机效仿其他城市的政策创新ꎬ而这些城市辖区内的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优劣更加敏感ꎬ
效仿其他城市的政策创新能为本地带来更加显著的经济社会效应ꎬ这使得 ＩＶ 估计所得到的

局部平均处理效应大于 ＯＬＳ 估计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ꎮ

六、拓展性研究

(一)异质性效应检验

稳定和扩大就业是地方政府夯实民生之本的重要施政目标ꎮ 那些员工数较多、有较强

就业吸纳能力的大型企业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关注和支持ꎬ在政企互动过程中面临的政

策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低、政府监管活动可预期性更高ꎬ因此ꎬ政府信息公开对这部分企业的

企业家活动配置的影响可能更弱ꎮ 本文按照企业雇佣人数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分为大型企

业、中小型企业ꎬ然后分样本估计方程(１)ꎮ 表 ６ 报告的回归结果表明ꎬ对于中小型企业而

言ꎬ政府信息公开会促使企业家将(相对)更多时间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中ꎬ但对于大型企业而

言ꎬ政府信息公开并未显著促进企业家生产性活动ꎬ上述实证发现证实了假说 ２ꎮ

　 　 表 ６ 　 　 异质性效应:不同规模企业的比较
(１) (２) (３) (４)

中小型企业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大型企业

Ｒｅｌａｐｒｏｔ Ｒｅｌａｐｒｏｔ Ｎｅｔｐｒｏｔ Ｎｅｔｐｒｏｔ
Ｇｉｄ ０.２３７５∗ ０.１１８４ １.９６８６∗∗ ０.６５２６

(０.１２８２) (０.１１９１) (０.８３８８) (０.８８９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２ ５２３ ２ ５２３ ２ ５７１ ２ ５７１
Ｒ２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４４１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４２６

(二)影响机制检验

１.基于营商环境改善的分组检验

本文基于国务院“非公经济 ３６ 条”①实施带来的营商环境改善情况刻画政策信息不对

称和政府监管效能的变化情况ꎮ ２００６ 年的 ＣＰＥＳ 问卷从九个维度调查了国务院“非公经济

３６ 条”出台之后营商环境改善情况ꎬ“加强指导和政策协调”“改进政府的监管方式、规范收

费行为”是其中的两个维度ꎬ问题选项为“明显改进”“有改进”“没有改进”“倒退”ꎮ ２００８ 年

的问卷没有调查企业对营商环境改善的评价情况ꎮ ２０１０ 年的问卷同样从九个维度调查了

“非公经济 ３６ 条”颁布之后的地方配套政策如何影响企业营商环境ꎬ问题设计与 ２００６ 年的

问卷类似ꎬ其中ꎬ“加强指导和政策协调”“改进政府监管”是刻画企业营商环境改善的两个

２５

①２００５ 年 ２ 月ꎬ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

发〔２００５〕３ 号)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ꎬ因文件内容共

３６ 条ꎬ被简称为“非公经济 ３６ 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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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ꎬ问题选项为“作用显著”“作用不明显”“没有作用”ꎮ 当受访企业认为“加强指导和政

策协调”方面“没有改进”“倒退”或者“作用不明显”“没有作用”时ꎬ我们认为“加强指导和

政策协调”方面的政策举措并未缓解企业面临的政策信息不对称ꎬ将二元虚拟变量 Ｐａ 赋值

为 １ꎻ否则ꎬ将二元虚拟变量 Ｐａ 赋值为 ０ꎮ 我们按照类似原则构建二元虚拟变量 Ｇｉꎬ刻画企

业是否因“改进政府的监管方式”方面的政策举措而获得更高效的政府监管ꎮ
表 ７ 第(１)—(４)列的结果表明ꎬ只有当政策实施未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政策信息不对

称时(Ｐａ 取值为 １)ꎬ政府信息公开才能促使企业家把(相对)更多时间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之

中ꎮ 表 ７ 第(５)—(８)列的结果显示ꎬ只有当政策实施未显著提高政府监管效能时(Ｇｉ 取值

为 １)ꎬ政府信息公开才对企业家生产性活动产生显著促进作用ꎮ 这说明ꎬ政府信息公开会

通过“预期效应”和“规范效应”影响企业家活动配置ꎮ

　 　 表 ７ 　 　 影响机制检验:基于国务院“非公经济 ３６ 条”实施的研究
政策信息不对称缓解 政策信息不对称未缓解 政府监管效能提高 政府监管效能未提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Ｒｅｌａｐｒｏｔ Ｎｅｔｐｒｏｔ Ｒｅｌａｐｒｏｔ Ｎｅｔｐｒｏｔ Ｒｅｌａｐｒｏｔ Ｎｅｔｐｒｏｔ Ｒｅｌａｐｒｏｔ Ｎｅｔｐｒｏｔ

Ｇｉｄ －０.０４３４ －０.０３５４ ０.５５１８∗∗∗ ３.５１２８∗∗ －０.０６０５ ０.２２５９ ０.５４５４∗∗∗ ３.３１０１∗∗

(０.１４７６) (０.８５２０) (０.１７８８) (１.４６３４) (０.１２６１) (０.７４７０) (０.１７５５) (１.５３５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 ８４６ １ ８７１ １ ２９８ １ ３３８ １ ７７５ １ ８０５ １ ３８１ １ ４１８
Ｒ２ ０.０４５２ ０.０４４０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４４７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３７３ ０.０５２４ ０.０４７７

２.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部分基于世界银行开展的 ２０１２ 年中国企业调查项目中的民营企业样本(即政府持股

比例小于 ５０％的企业)ꎬ从企业视角刻画政策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政府监管效能ꎬ展开实证分

析①ꎮ 本文首先检验政府信息公开产生的“预期效应”ꎬ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Ｐｏｌａｓｙ∗
ｉ ＝ φ０ ＋ φ１Ｇｉｄｃ ＋ φＦｃｖｖｉ ＋ θＲｃｖｖｃ ＋ ∑ρｌＩｃｖｖｌ ＋ μｉ (３)

Ｐｏｌａｓｙｉ ＝

０　 ｉｆ　 Ｐｏｌａｓｙ∗
ｉ ≤κ０

１　 ｉｆ　 κ０<Ｐｏｌａｓｙ∗
ｉ ≤κ１

２　 ｉｆ　 κ１<Ｐｏｌａｓｙ∗
ｉ ≤κ２

３　 ｉｆ　 κ２<Ｐｏｌａｓｙ∗
ｉ ≤κ３

４　 ｉｆ　 Ｐｏｌａｓｙ∗
ｉ >κ３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４)

方程(３)、(４)中: Ｐｏｌａｓｙ∗
ｉ 表示不可观测的企业 ｉ 实际面临的政策信息不对称程度ꎬ Ｐｏｌａｓｙｉ

表示调查到的企业 ｉ 面临的政策信息不对称程度ꎮ 具体而言ꎬ本文根据“政策环境不稳定性

对企业当前运行造成的妨碍程度”这一问题刻画ꎬ对应选项“无”“较小”“中等”“较大”“非

３５

①该项调查涵盖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２ ８４８ 家企业ꎬ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 ２５ 个城市ꎬ该调查项

目的介绍详见世界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ｃｒｏ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 ｃａｔａｌｏｇ / １５５９ꎮ 该调查中民营企业基

本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与本文基准回归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值较为接近ꎬ说明基于该数据得到的估计结

果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有较强可比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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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严重”ꎬ变量 Ｐｏｌａｓｙ 依次赋值为 ０—４ 之间的离散整数ꎬ这是衡量企业面临的政策信息不对

称程度的正向指标ꎮ
方程(３)右侧解释变量的设定与于文超等(２０２０)的研究设计一致ꎮ 其中ꎬ变量 Ｇｉｄ 代表

政府信息公开水平ꎬ使用样本城市 ２０１２ 年的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指数衡量ꎮ 企业层面控制变

量 Ｆｃｖｖ 包括:(１)是否有出口活动 Ｅｘｐｏｒｔꎬ当企业有出口活动时ꎬ变量 Ｅｘｐｏｒｔ 赋值为 １ꎬ否则

Ｅｘｐｏｒｔ 赋值 ０ꎮ (２)来自非正规部门的竞争程度 Ｃｏｍｐｅｔꎬ该变量根据“非正规部门的竞争对

企业当前运营产生多大程度的障碍?”这一问题构建ꎬ对应选项“无障碍”“较小障碍”“中等

障碍”“较大障碍”“非常严重障碍”ꎬ变量 Ｃｏｍｐｅｔ 依次赋值为 ０ 到 ４ 之间的离散整数ꎮ (３)
营业收入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ꎮ (４)是否获得或准备获得政府合同 Ｃｏｎｔｒａｃꎬ当企业获得或准备获

得政府合同时ꎬＣｏｎｔｒａｃ 赋值为 １ꎬ否则 Ｃｏｎｔｒａｃ 赋值为 ０ꎮ (５)高管每周处理政府管制要求花

费的时间比重 Ｍａｎａｔｉｍꎮ (６)总经理在本部门工作年限 Ｍａｎａｅｘｐꎮ 我们还控制企业成立年限

(自然对数)Ｆｉｒｍａｇｅ、规模(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Ｓｉｚｅ 等基本特征ꎮ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Ｒｃｖｖ
包括城市法治环境 Ｃｏｕｒ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ｐｅｒ、财政盈余水平 Ｓｕｒｐｌｕｓ、民营经济活跃度

Ｐｒｉｖａｔｅ、政府人事变更 Ｇｏｖｔｕｒｎ 以及城市地理位置、城市行政级别等①ꎮ 另外ꎬ方程(３)还添加

企业所处的二级行业虚拟变量 Ｉｃｖｖꎮ
我们从税收征管的视角检验政府信息公开产生的“规范效应”ꎮ 在现实经济中ꎬ税收征

管活动是地方政府引导企业决策、监管市场主体运行的重要途径ꎮ 本文根据“税收征管”活
动对企业运行造成的障碍程度构建变量 Ｔａｘａｄｍꎬ对应选项“无”“较小”“中等”“较大”“非常

严重”ꎬ赋值为 ０—４ 之间的离散整数ꎮ 我们将方程(３)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 Ｔａｘａｄｍꎬ进一步

展开回归分析ꎮ 由于变量 Ｐｏｌａｓｙ、Ｔａｘａｄｍ 都是 ０ 到 ４ 之间的有序响应变量ꎬ这里使用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展开极大似然估计ꎮ 表 ８ 的结果表明ꎬ变量 Ｇｉｄ 的系数显著为负ꎬ说明在

政府信息公开水平越高的城市ꎬ企业面临的政策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ꎬ企业对政府监管效能

的评价越高ꎬ政府信息公开的“预期效应”和“规范效应”得到进一步证实ꎮ

　 　 表 ８ 　 　 影响机制检验:政府信息公开与企业对营商环境的主观评价
(１) (２)
Ｐｏｌａｓｙ Ｔａｘａｄｍ

Ｇｉｄ －２.４２４８∗ －３.５７３６∗∗

(１.３８２２) (１.５５２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２ １４８ ２ １７９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８９０ ０.１６１７

４５

①城市法制环境 Ｃｏｕｒｔ 根据受访企业对当地法制环境的主观评价(Ｃｏｕｓｕｂ)测度ꎬ具体而言ꎬ受访企业被

问及“当地法院系统是公平、公正且廉洁的”时ꎬ选项分别为“非常不同意”“倾向于不同意”“倾向于同意”
“非常同意”ꎬ变量 Ｃｏｕｓｕｂ 对应取值 １ 到 ４ 之间的离散整数ꎬ计算各城市变量 Ｃｏｕｓｕｂ 的平均值便得到城市法

制环境 Ｃｏｕｒｔꎮ 财政盈余水平 Ｓｕｒｐｌｕｓ 使用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差除以财政收入衡量ꎮ 民营经济活跃度

Ｐｒｉｖａｔｅ 使用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衡量ꎮ 政府人事变更 Ｇｏｖｔｕｒｎ 代表样本城市的

市委书记或市长在 ２０１１ 年是否发生更替ꎬ若发生更替则变量 Ｇｏｖｔｕｒｎ 赋值为 １ꎬ否则 Ｇｏｖｔｕｒｎ 赋值为 ０ꎮ 城

市地理位置和城市行政级别的赋值原则与前文保持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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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当前阶段ꎬ优化营商环境已成为中央政府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政策着力点ꎬ而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提升政策透明度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环节ꎮ
本文围绕“政府信息公开能否让企业家‘心无旁骛’”这一核心问题ꎬ从民营企业家活动配

置的视角评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经济后果ꎮ 实证研究表明ꎬ政府信息公开促使企业家花

费(相对)更多的时间开展生产性活动ꎬ且这一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中小型企业之中ꎬ但
政府信息公开没有显著减少企业家开展非生产性活动的时间ꎮ 本文还证实ꎬ政府信息公

开主要通过缓解政策信息不对称(预期效应)、提高政府监管效能(规范效应)两种机制影

响企业家活动配置ꎮ
本文的政策含义体现为:第一ꎬ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实践将促

使企业家才能更多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之中ꎬ使得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ꎬ
从而为增强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提供制度保障ꎬ为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动力变革奠定微观基础ꎮ 第二ꎬ政府信息公开促进生产性活动的积

极效应对中小型企业而言更显著ꎬ能为不同规模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ꎬ促进

中小型民营企业可持续成长ꎮ 第三ꎬ增强政策透明度、构建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能够稳

定民营企业的政策预期ꎬ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政策信息不对称ꎮ 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能弱化民营企业避险动机ꎬ节省企业家协调内外部环境而花费的时间ꎬ激发企业家的创新

活力和创造潜能ꎬ增强民营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ꎮ 第四ꎬ规范政府监管行为

能提升政府监管公平性与政府服务质量ꎬ减少政企互动过程中民营企业开展的非生产性

活动ꎬ促使民营企业合规经营ꎬ利用有限的生产性资源改革发展、转型升级ꎬ不断提升自身

发展质量ꎮ 总而言之ꎬ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ꎬ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实践ꎬ将为民营企业家

“心无旁骛”谋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ꎬ从而夯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发展动力变

革的微观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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